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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介入土地流转促进了地块整合吗？ 

——基于皖鲁两省规模农户的微观数据 

宋浩楠 1，江惠 2，张士云 2*，栾敬东 2 

（1.皖西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安徽、山东两省粮食主产区 425 个规模农户的微观数据，使用 OLS 回归和

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组织介入流转的地块整合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组织介入流转具有显著的地块整合效应，

在反事实框架下，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扩大 36.01 亩，扩大幅度为 72.60%。不过，组织介

入流转的地块整合效应也存在一定异质性，组织介入流转只有在匹配社会资本匮乏和流转规模适度的农户时，才

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安排对农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影响，既要坚持以市场化配置资源为

主线，防范政府部门过度干预，也需要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服务组织建设，建立规范化、有针对性的土地流

转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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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in land transfer promote land plot consolidation? 

Based on micro data of large-scale farmers in Anhu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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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by using the micro data of 425 large-scale farmers 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 of Anhu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the land plot consolidation effect of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in land transfer has been empirically studied by adopting OLS regression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in land transfer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and plot consolidation. In 

the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the average land plot size of large-scale farmers increases by 36.01 mu (with an increase 

rate of 72.60%) due to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re is also some heterogeneity in the land plot consolidation 

effect of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in land transfer, which can only be applied when it is matched to farmers with lack of 

social capital and moderate scale of transfer.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system arrangement 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sh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adhere to the main lin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and prevent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also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villagers’ autonomy, strengthen the servic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and targeted land 

transfer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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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土地往往按照农户家庭人口进行平均分配，

其弊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显现[1]。一方面，“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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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其田”的核心旨趣忽略了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

差异，造成人地资源错配[2]；另一方面，“远近插

花”“肥瘦搭配”的地块分配导致严重的土地细碎

化，诱发农业生产效率损失[3]。国家政策层面已经

意识到土地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局限之处，逐步

开展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期通过“无

形之手”促进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超过 5.5 亿亩，占承

包地面积的 40%，部分省份的流转比例甚至高达

60%以上①。 

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一般性原则，土地总是由

生产能力低的经营者流向生产能力高的经营者[4]，

诸多证据表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显著促

进了农地规模经营发展[5,6]。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我

国推行的土地流转并未有效促进细碎地块的整合

归并，农户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规模扩张的同

时，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地块分散难题[7,8]。地块分

散不仅增加了规模农户的直接投入，同时也引致雇

工成本增加[9]，以至削弱甚至抵消潜在的农业规模

经济[10,11]。由此可见，地块分散诱发规模经营效率

损失，对农地规模经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带来风

险和隐患。 

农地规模经营未能有效促进地块整合的重要

原因在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由

于地块的不匹配性、过长的交易链条以及潜在的机

会主义行为，仅依靠农户间的自行磋商难以实现地

块整合和连片流转[12]。根据产权理论，促进地块整

合流转的可行路径之一是培育发展土地流转中介

服务，通过迂回交易降低交易成本[13,14]。村委会是

国家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农民群众的直接服务者，

拥有“准行政机关”特征，具备承担土地流转组织

功能的合法性和必要条件[15]。实践中，广泛存在县

乡政府借助村委会的组织功能以规范土地流转和

促进规模经营，学界将这种土地流转形式称为组织

介入流转[16,17]。 

学界对组织介入流转的看法不一，大体存在两

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组织介入流转有

助于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强调其功能不可缺

失。研究认为，在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中，中介组

织是调节信息获取成本、排他性成本和公共政策执

行成本的关键变量。组织介入土地流转有助于扩大

交易对象的可行集合，较大程度降低土地供需双方

的交易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使市场

机制配置土地经营权的过程更加协调和有效[18-20]。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组织介入流转阻碍土地资源

自由配置，造成农民福祉损失。村委会在土地流转

中具有民事权利、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治三种不同的

法律地位，同时扮演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机

构、行政管理的代理机构和公共事务的自治机构三

种不同角色[21]。由于多重角色冲突，村委会在土地

流转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

利益需求，采取选择性的政策执行逻辑，特别是当

隶属于村委会中的大部分村干部个体存在自利诉

求时，村委会存在分利化倾向，不可避免地发生价

值扭曲与利益异化[22]，甚至出现强制流转和侵害广

大农民切身利益的现象[23]。张本照等[24]调查发现，

在组织介入土地流转下，转入户需要让渡一定费用

以保障交易达成，提高了土地流转成本；付振奇等
[25]基于大范围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组织

介入流转反而造成农户对流转交易的不满。 

已有研究成果对本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然

而目前还较少有研究基于微观数据针对性讨论组

织介入流转的地块整合功能。鉴于此，本文在理论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安徽、山东两省规模农户的微

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

影响。相较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与已有研究关注组织介入

流转的交易激励效应和利益分配效应不同，本文重

点关注组织介入流转的资源配置涵义，考察组织介

入土地流转的地块整合功能；第二，在研究内容方

面，本文不仅考察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综合

效应，也进一步探讨在农户社会资本和流转规模差

异情境下的异质效应；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

文在 OLS 模型回归的基础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ing Matching，PSM）这一准自然

实验方法评估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平均处

理效应，克服实证研究常见的“自选择”偏误，使

研究结果更具有效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影响：综合

效应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交

易前搜寻潜在对象、交易中谈判磋商以及交易后契

约履行等环节均存在不为零的交易成本[26]。现代产

权理论指出，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市场交易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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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27]。有别于政府部

门通过政策直接影响土地资源配置，组织介入流转

涉及一系列在村庄层面协调土地流转交易的行为，

协调内容既包括交易对象发现、磋商等，也包含契

约履行中的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28]。因此，组织介

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总体呈现非正式以及相对

封闭的特征[29]，由于信息获取渠道受限，难以在熟

人社会外找到交易对象，潜在的流转交易通常难以

达成[30]。组织介入土地流转有助于发挥其信息渠道

优势，搜集汇总土地流转供需信息，推动形成土地

流转市场信息网络[19]。通过信息网络的交互、共享

和扩散作用，交易双方可以打破信息壁垒，以较低

的成本释放交易信号和获取交易信息，为整合地块

实现连片流转创造可能。 

土地小块占有使得土地流转市场中的转出方

数量众多且交易规模小，在自行磋商的土地流转

中，转入方为达成连片的土地流转交易不得不与数

十甚至上百个农户逐个谈判，土地流转过程复杂导

致谈判签约过程的交易成本高企。组织介入流转的

显著优势在于熟悉村庄情况，并且在长期的自治服

务和村务管理中与村民形成了紧密联系，可以降低

谈判和签约成本，从而推动地块的连片流转[31]。 

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和产权的排他性导致连片

流转面临严重的地块约束，几个甚至一个农户不愿

意流转都会阻碍相邻地块的整合归并，对已达成的

地块整合流转而言，占有特定地块的农户为获得更

多的利益可能会采取“敲竹杠”“讨价还价”等机

会主义行为，带来较大的履约风险[15]。村委会具备

“准行政机关”权威，并且在相互熟悉的社会规范

环境下形成了村庄内部的公信力和约束力。组织介

入流转并对履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声誉约束机制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转出方不至为了潜在收益采取

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保证契约稳定履行[32]。基于上

述分析，可提出研究假说： 

H1：组织介入流转有助于实现地块整合。 

（二）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影响：异质

效应 

当农户流转土地面临的交易成本存在差异时，

组织介入流转的地块整合效应也存在不同，理论

上，组织介入只有在匹配交易成本高的土地流转中

才能发挥其应用功能。一方面，不同农户在资源禀

赋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作为资源禀赋的重要

体现之一，在农户信息获取、交易和资源配置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与组织介入流转的功能构成替代关

系；另一方面，农户转入土地的规模决定了整合归

并细碎地块的难易程度，在不同流转规模的情景

下，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效果也存在不同。 

在理想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中，农户间可以自

由流转农地，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

置，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的事前、事中、事后均

存在交易成本，理想的资源配置结果往往难以实

现。社会资本体现了个人或组织在社会网络结构中

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

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及绩效的资本形式。社会资

本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对资源配置结果产生重

要影响[33,34]。在差序格局明显的中国农村社会中，

社会资本在农户的信息获取、交易和资源配置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户积累的社会资本越丰

富，其信息来源渠道越广，掌握土地流转的相关信

息就越丰富，能够以更低成本发现交易对象和更高

效率传递交易信号[35,36]。另外，基于共享人情或面

子的农村社会伦理规则，熟人间彼此信任，一旦违

约则要额外付出较高的声誉成本，转出户通常更偏

好选择熟人进行流转交易[37]。因此，农户的社会资

本越丰富，自行流转实现地块整合流转的可能性越

大。可见，在土地流转中，农户内在的社会资本与

组织介入功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替代，对社会资本

丰富的农户来说，即便没有组织介入土地流转，凭

借社会资本积累而形成的“关系网”“润滑剂”和

信任机制，依然可以克服流转交易中的多环节交易

成本，促进地块整合。基于以上分析，可提出研究

假说： 

H2：组织介入流转有助于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

实现地块整合。 

对转入土地的农户而言，在既定的经营规模下

尽可能实现地块归并集中，最大限度发挥农业规模

经济效益，是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因此

会优先选择转入与自有承包地块或经营地块相连

的地块。农户转入土地规模不同意味着整合细碎地

块的难易程度不同，在不同流转规模的情景下，组

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效果也存在差异。借鉴郭

阳等[38]的研究，本文设定一个理想的情景进行简化

分析。如图 1 所示，假定一个村庄有 k 个农户，每

个农户承包地面积为 m 并被平均分为 n 个地块，浅

色为转入户的家庭自有承包地，深色为随机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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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地块。当农户流转规模较小时，流转的交易费

用和整合地块的潜在空间也较小，此时组织介入流

转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个极端的情形是，当农户选

择转入 m/n 面积的土地时，最优的流转策略是转入

与自有承包地相邻的地块，此时由于农户对相邻地

块拥有者的信息掌握相对充分且彼此熟悉，依靠自

行交易也有较大可能完成流转交易。 

 

图 1  土地流转地块整合示意图 

当流转规模适中时，农户不得不在土地初始禀

赋的约束下应对转出地块随机分布的整合难题，需

要花费大量精力发现筛选合适地块并与地块所有

者建立契约关系，在没有组织介入时更容易陷入地

块分散转入的窘境。由于村庄土地禀赋和流转市场

发育情况是一定的，当农户流转规模达到一定阈值

后，土地流转实现地块整合的交易成本反而会下

降。一方面，大量地块的转入使得农户的流转策略

可以突破土地初始禀赋的限制，伴随流转规模继续

扩大，转入与经营地块相邻地块的概率随之提高；

另一方面，当农户流转规模足够大时，可能整个村

的农户都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他，交易地位的不对称

使得转入户具备筛选转出户的权利[39]，能以更低的

交易成本转入合适地块从而推动连片经营。基于以

上分析，可提出研究假说： 

H3：组织介入流转有助于流转规模适度的农户

实现地块整合。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7—2019 年对

安徽、山东两省粮食主产区规模农户的专项调查。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统计口径，课题组设定

规模农户的识别条件为经营的土地规模超过 50亩，

被调查的农户均参与土地流转并转入土地。调查地

区包括皖北平原以及鲁西北、鲁西南平原，这些地

区地形平整，农作物茬口以小麦—玉米、小麦—大

豆为主，农地规模经营基础条件较好，连片经营的

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课题组在两省一共抽取了

19 个农业大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

选取了 2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了 12 户左右

规模农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通过调查员与农户一

对一访谈并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展开，问卷内容包

括农户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农业投入产出、

风险管控等信息，共回收问卷 448 份，部分问卷由

于缺失本文所涉及的变量而剔除，最终保留有效问

卷 425 份。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规模农户的地块整合程

度。地块整合程度反映了在一定经营规模下，农户

经营地块的集中连片水平[40]，可以看出，地块整

合程度与土地细碎化程度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地块

整合程度越高意味着农户经营土地的细碎化程度

越低。现有研究通常用地块平均规模、地块数量和

辛普森指数来反映地块整合程度，由于本文使用数

据未涉及到每个地块的具体规模，难以构建辛普森

指数。因此，本文使用地块平均规模表征地块整合

程度，并使用地块数量作为替代变量以检验实证结

果的稳健性，这种做法在学界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

用[9,10,4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实中大量存在转

出户基于产权安全考虑或村委会出于通行方便考

虑不允许转入户推平田埂的现象，本文将隔田埂相

连的地块同样视为一块地，在问卷调查中也就该定

义与被访谈农户进行了详细说明。从调查结果来

看，样本农户平均地块规模为 77.92 亩，标准差为

232.50，意味着农地规模经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细

碎地块的整合归并，但内部差异极大。进一步分析

原始数据发现，地块平均规模不超过 10 亩的有 162

户，占样本总数的 38.12%；地块平均规模介于10~30

亩的有 106 户，占样本总数的 24.94%；地块平均规

模介于 30~50 亩的有 35 户，占样本总数的 8.24%；

地块平均规模大于 50 亩的有 122 户，占样本总数

的 28.71%。 

2．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组织介入流转，使用一

组二元变量进行测度，若组织介入流转则记为 1，

未介入则记为 0。统计分析发现，调查样本中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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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模农户在组织介入下流转土地，占样本总数的

25.41%，还有 74.59%的农户通过自行协商和谈判的

方式流转土地，意味着调查地区土地流转市场的组

织化程度仍相对较低。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从规模农户家庭承包地规

模、土地流转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风险偏好、农户社会资本、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村庄区位条件、县级虚拟变量等方面引入一组控制

变量。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差序社

会格局由内而外分别适用于情感关系、混合关系及

工具关系，而这些关系主要依靠礼尚往来进行维

系，借鉴已有文献，本文使用家庭礼金支出作为规

模农户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42]。上述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赋值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地块整合程度 地块平均规模（亩） 77.925 232.495 

关键解释变量 组织介入流转 未介入=0；介入=1 0.254 0.436 

控制变量 土地流转规模 转入土地规模（亩） 342.750 545.271 

家庭承包地规模 确权登记土地规模（亩） 12.162 12.378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47.254 7.342 

户主受教育程度 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3；高中以上=4 3.351 0.822 

户主风险偏好 是否偏好风险：否=0；是=1 0.306 0.461 

农户社会资本 家庭礼金支出金额（万元/年） 2.195 2.760 

灌溉条件 灌溉条件是否完善：不完善=0；完善=1 0.624 0.485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是否完善：不完善=0；完善=1 0.805 0.397 

区位条件 所在村庄距乡镇政府距离（公里） 4.816 3.502 

区域固定效应 县级虚拟变量 — — 

 

（三）模型设定 

1．OLS 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地块整合程度为连续变量，因

此可以采用基于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iiii CouControlOrgCon  ++++= 3210 （1） 

（1）式中，i 代表农户，被解释变量 Con 表示

地块整合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Org 表示组织介入土

地流转，Control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Cou 表示县级

层面的区域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2．倾向得分匹配法 

现实中，存在一些因素同时影响组织介入流转

与规模农户的地块整合效果，由于处理组（组织介

入流转下的规模农户）和控制组（非组织介入流转

下的规模农户）的初始条件不尽相同，使用 OLS

回归模型估计组织介入流转的地块整合效应容易

引起“自选择”偏误，降低结论的有效性。为解决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这一准自然实验方法来估计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

整合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学界目前处理“自

选择”偏差问题的常用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构建“反

事实”框架，借由规模农户的可观测特征为处理组

样本（组织介入流转下的规模农户）匹配特征相似

的控制组样本（非组织介入流转下的规模农户），

并基于相互匹配的规模农户样本计算组织介入流

转对地块整合的平均处理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法分为计算倾向得分和估计处

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两个步骤。本文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估计规模农户在给定特征变量条件下被组织

介入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 

)1()( XDPrXP ==                     （2） 

上式中，D 为处理变量，也即 OLS 模型中的关

键解释变量组织介入流转，D 为 1 时表示组织介入

流转，为 0 时则表示组织未介入流转，X 为一组可

观测的特征变量，包括 OLS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和区

域固定效应。在对（2）式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可

进一步计算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 

 
( ) ( )11

1

01

01

=−==

=−=

iiii

iii

DYEDYE

DYYEATT
      （3） 

上式中，ATT 表示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程

度的平均处理效应，Y1i为处理组样本的地块整合程

度，Y0i为处理组样本在“反事实”状态下的地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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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程度。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OLS 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考察组织介入流转对规模农户地块整合的

影响效应。为避免解释变量多重共线导致系数估计

异常，回归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多重

共线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平均 VIF 为

1.44，最大 VIF 为 1.78，均小于 10 的临界值，根据

经验法则可判断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为克服可

能存在的异方差的影响，使用基于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的 OLS 模型进行回归。表

2 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 OLS（1）为组织介入流转

对规模农户地块整合程度的回归方程，OLS（2）和

OLS（3）分别进一步引入了控制变量和区域固定效

应。上述模型的 F 检验分别在 5%、1%和 1%的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总体显著。 

观察 OLS（1）~（3）可以看出，随着变量的

逐步引入，组织介入流转的系数始终为正，并且保

持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以结果更为稳

健的 OLS（3）为例，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

的地块平均规模扩大 48.27 亩。以上实证结果表明，

组织介入流转具备资源配置涵义，组织介入流转有

利于规模农户将细碎地块整合归并成规模更大的

地块，本文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从主要控制变

量的回归结果看，土地流转规模的系数为正，并且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意味着规模农户

转入的土地规模越大，地块整合的程度越高。户主

年龄的系数为负，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说明农户年龄越大，实现地块整合流转的能力

越低，可能的原因在于年龄下降导致农户的人力资

本和劳动供应能力下降，难以应付土地流转中高昂

的交易成本，导致地块分散转入。农田灌溉条件的

系数为正，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可能

的原因在于，完善农田灌溉设施是我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的重要目标内容，实践中，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通过“小田并大田”“化零为整”等土地合

并整理措施有效提高了地块规模[43]，因此在农田灌

溉条件好的村庄，土地细碎化程度也较低，流转土

地也越容易实现地块整合。村庄区位的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区位条件越好的村

庄，土地流转整合地块的效果越好，这可能与村级

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差异有关，研究发现，村庄区位

条件越好，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越多，村级土地流

转市场发育程度也越高[44]。 

表 2  OLS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地块平均规模 

OLS(1) OLS(2) OLS(3) 

组织介入流转 87.251** 45.771** 48.265** 

 (35.269) (22.720) (22.193) 

土地流转规模 — 0.277*** 0.288*** 

  (0.065) (0.066) 

家庭承包地规模 — -0.105 0.483 

  (0.613) (0.704) 

户主年龄 — -1.494 -2.215* 

  (1.169) (1.197) 

户主受教育程度 — -4.151 -5.662 

  (11.253) (10.606) 

户主风险偏好 — 2.417 9.131 

  (18.880) (17.969) 

农户社会资本 — 4.577 5.425 

  (3.566) (3.901) 

灌溉条件 — 45.735** 48.812** 

  (21.062) (21.342) 

交通条件 — 0.627 5.539 

  (24.746) (24.998) 

区位条件 — -6.069* -5.382* 

  (3.183) (3.066) 

常数项 55.753*** 46.454 64.301 

 (9.432) (72.476) (68.127) 

区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F 值 6.12** 3.53*** 3.34*** 

R2 0.027 0.453 0.487 

观测值 425 425 42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结果在 1%、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下表同。 
 

（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由于 OLS 回归模型忽略了“自选择”引起的内

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进一

步采用 PSM 法估计组织介入对规模农户地块平均

规模的平均处理效应。众所周知，PSM 法的估计结

果依赖于匹配方法的设定，如果通过不同匹配方法

得出结论相近，则可以认为估计结果稳健。本文采

用 k 邻近匹配（k=4）、卡尺匹配（cal=0.02）、卡

尺内 k 邻近匹配（k=4、cal=0.02）和核匹配方法进

行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为了确保匹配结果的有效可靠，在匹配前需要

进行共同支撑域检验和平衡性检验。共同支撑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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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样本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处

理组与对照组在损失了 13 个样本后仍保留有 412

个样本，表明匹配效果良好。表 3 进一步报告了不

同匹配方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样

本匹配后，Pseudo R2由 0.132 下降到 0.007~0.090，

LR chi2 由 63.45 下降到 1.88~24.04，标准化偏差从

13.1 下降到 2.7~11.0，以上分析表明样本满足倾向

得分匹配的整体平衡条件。 

3  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Pseudo R2 LR chi2 P>chi2 标准化偏差 

匹配前 0.132 63.45 0.000 13.1 

k 邻近匹配 0.024 6.57 1.000 4.9 

卡尺匹配 0.090 24.04 0.517 11.0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0.025 6.82 1.000 4.9 

核匹配 0.007 1.88 1.000 2.7 

 
对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地块 

平均 

规模 

k 邻近匹配 85.609 47.968 37.641*** 12.077 

卡尺匹配 85.609 54.200 31.409** 15.499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85.609 47.571 38.038*** 12.053 

核匹配 85.609 48.656 36.953*** 11.183 

均值 85.609 49.599 36.010 — 

 

可以看出，不同匹配方法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

均为正数，k 邻近匹配、卡尺内 k 邻近匹配、核匹

配的估计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卡尺

匹配估计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并

且使用不同匹配方法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较为接

近，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组

织介入流转对规模农户整合地块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组织介入流

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扩大 36.01 亩，扩

大幅度为 72.60%，本文的研究假说 H1再次得以验

证。组织介入流转反映了一系列在村庄层面协调土

地流转交易的组织性框架，可以帮助农户克服土地

流转过程存在的多环节交易成本，促进土地集中连

片流转，实现细碎地块的整合归并。另外，对照

OLS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忽略“自选择”偏误

会高估组织介入流转的地块整合效应，即存在一些

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组织介入流转和规模农户

的地块整合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由“自选择”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但对于由

测量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却没有办法很好地解

决。在本文中，使用地块平均规模来测度地块整合

程度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为保证实证结果可

靠，借鉴已有研究，使用地块数量作为地块整合程

度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经营规模一定

时，规模农户经营的地块数量越少，说明地块整合

程度相应越高。 

表 5报告了组织介入流转对规模农户经营地块

数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看出，卡尺匹配、卡尺

内 k 邻近匹配、核匹配的估计结果均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通过检验，k 邻近匹配估计结果在 5%的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不论使用何种匹配方法，组

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数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始终保持

为负，且估计结果相对接近，意味着组织介入流转

有助于规模农户实现地块整合。平均而言，组织介

入流转使规模农户的地块数量降低 29.64 块，降低

幅度为 59.59%。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本文基本结论具

备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地块数量 

k 邻近匹配 20.123 41.123 -21.000** 10.412 

卡尺匹配 20.551 55.232 -34.682*** 13.227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20.551 50.833 -30.283*** 10.249 

核匹配 20.123 52.709 -32.586***  9.764 

均值 20.337 49.974 -29.638 — 

 



   

   

4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2 年 6 月 
 

（四）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分析，组织介入只有在匹配交易成本高

的流转交易中才能发挥其地块整合作用。一方面，

社会资本在农户信息获取、交易和资源配置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与组织介入流转的功能构成替代关

系；另一方面，农户转入土地的规模决定了整合归

并细碎地块的难易程度，在不同流转规模的情景

下，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合的效果也不同。鉴于

此，本文进一步从农户社会资本和流转规模差异角

度分样本探究平均处理效应的异质性。 

1．基于社会资本差异的视角 

根据家庭礼金支出金额是否大于样本均值，本

文将样本农户分为社会资本匮乏和社会资本丰富

两个子样本，子样本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观察估

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多种匹配方法下，组织介入流

转在社会资本匮乏农户中的地块整合效应始终显

著为正，而在社会资本丰富农户中的地块整合效应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形

下，对社会资本匮乏的规模农户而言，组织介入流

转使得地块平均规模扩大 38.66 亩，扩大幅度为

96.36%；对社会资本丰富的规模农户而言，组织介

入使得地块平均规模扩大 19.51 亩，扩大幅度为

25.68%。由此可见，组织介入流转有助于社会资本

匮乏的农户实现地块整合，本文的研究假说 H2 得

到验证。背后的原因在于，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农

户的社会资本与组织介入流转的服务功能构成替

代关系，凭借社会资本积累而形成的“关系网”“润

滑剂”和信任机制，农户在组织未介入流转时依然

可以克服交易中存在的多环节交易成本，实现分散

地块的整合归并。 

表 6  异质性分析：基于社会资本差异 

被解释变量 子样本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地块 

平均 

规模 

社会资本匮乏 

（n=290） 

k 邻近匹配 78.770 38.250 40.520*** 14.062 

卡尺匹配 78.770 38.233 40.537*** 15.066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78.770 38.135 40.634*** 14.172 

核匹配 78.770 43.976 34.794** 13.820 

均值 78.770 40.115 38.655 — 

社会资本丰富 

（n=135） 

k 邻近匹配 94.820 69.426 25.394 23.933 

卡尺匹配 95.813 83.121 12.692 29.904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95.813 83.238 12.575 24.905 

核匹配 94.820 61.554 33.266 21.859 

均值 95.482 75.971 19.511 — 

 

2．基于流转规模差异的视角 

借鉴已有研究[45]，本文将总样本分为小规模流

转（＜100 亩）、适度规模流转（100~300 亩）、

大规模流转（≥300 亩）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倾向

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平均

处理效应在不同规模组中存在异质性，组织介入流

转的地块整合效应在小规模流转组和大规模流转

组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适度规模流转组中显

著为正。对多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处理可以

发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在小规模流

转中，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

扩大 2.77 亩，扩大幅度为 30.74%；在适度规模流

转中，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

扩大 41.29 亩，扩大幅度为 160.36%；在大规模流

转中，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

扩大 21.23 亩，扩大幅度为 16.71%。以上证据意味

本文的假说 H3 得到验证，即组织介入流转有助于

流转规模适度的农户实现地块整合。背后的原因在

于，当农户流转规模较小时，理性的农户会优先选

择转入与自有承包地相邻的地块，由于对转出户的

信息掌握相对充分且彼此熟悉，依靠自行交易也有

较大可能完成流转交易。在规模适中的土地流转

中，农户不得不在土地初始禀赋的约束下应对转出

地块随机分布的整合难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发现

筛选合适地块并达成流转交易，更加需要组织介入

流转的相应服务功能。当流转规模达到一定阈值

后，大量地块的转入使得农户的流转策略可以突破

土地初始禀赋的限制，并且强化对转出户的筛选权

利，即便没有组织介入流转也能以较低交易成本实

现地块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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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基于流转规模差异 

被解释变量 子样本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地块 

平均 

规模 

小规模流转 

（n=124） 

k 邻近匹配 11.445 9.973 1.472 3.396 

卡尺匹配 12.082 8.147 3.935 3.972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12.082 8.242 3.839 3.743 

核匹配 11.445 9.626 1.819 3.746 

均值 11.764 8.997 2.766 — 

适度规模流转 

（n=182） 

k 邻近匹配 66.337 28.029 38.308*** 15.011 

卡尺匹配 67.732 19.023 48.709*** 15.361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67.732 25.791 41.941*** 15.463 

核匹配 66.337 30.145 36.191** 14.702 

均值 67.035 25.747 41.287 — 

大规模流转 

（n=119） 

k 邻近匹配 146.405 125.312 21.093 29.476 

卡尺匹配 150.110 132.962 17.148 35.816 

卡尺内 k 邻近匹配 150.110 118.748 31.362 32.809 

核匹配 146.405 131.095 15.310 28.915 

均值 148.258 127.029 21.228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组织介入流转对地块整

合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安徽、山东两省粮食主产区

425 个规模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 OLS 回归和

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组

织介入流转存在资源配置涵义，组织介入土地流转

有助于细碎分散地块整合归并成大地块，具体而

言，组织介入流转使得规模农户的地块平均规模扩

大 36.01 亩，扩大幅度为 72.60%，在替换被解释变

量后该结论仍保持稳健；2）异质性分析发现，在

考虑规模农户社会资本和流转规模差异的情境下，

组织介入对地块整合的净效应存在不同，组织介入

流转只有在匹配社会资本匮乏和流转规模适度的

农户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地块整合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制度安排对农村土地资源

重新配置具有重要影响，既要坚持以市场化配置农

村土地资源为主线，防范政府部门过度干预土地流

转行为，也需要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和加强流转服务

组织建设。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启示也是明确的，一

方面，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

的现实背景下，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

作用不可缺失，既要尊重农民意愿，取消一切不合

理的干预和收费，也要鼓励、支持基层政府和村委

会开展规范化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帮助流转双方

开展信息交换、流转谈判、合同签订、履约监督，

提高土地流转组织化水平。另一方面，在制定相关

引导和扶持政策时，应该建立差异化、有针对性的

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引导服务组织重点围绕社

会资本匮乏、流转规模适度的潜在经营主体，开展

土地流转相关的中介服务，帮助其实现地块整合和

集中连片经营。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2019年中国农村政

策与改革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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